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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部分摘自即将出版的拙著《中国的现代化：１８５０ 年以来的历史轨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５

年版）。

　 　 摘　 要：中国的现代化始自 １９ 世纪中叶国人有意识地探寻适合本国国情的

生存发展道路，前后历时约两个世纪。 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可分为前后连贯的

几个阶段。 （一）１９ 世纪后半期的救亡图存，使晚清中国避免了绝大多数非西方

国家所经历的殖民地化，也避免了世界史上各大帝国在衰落过程中所普遍发生

的四分五裂现象。 （二）２０ 世纪前半期的国家转型，使中国从一个传统的疆域国

家转变为高度统一集中的现代主权国家。 （三）正是在前两个阶段所奠定的“既
大且强”的基础上，２０ 世纪后半期整个国民经济的工业化得以全面完成。 （四）
在 ２１ 世纪前半期的“走向成熟”阶段，凭借地缘、规模、劳动力、体制等方面的一

系列优势，中国将完成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长期维持经济平稳增长，在 ２０３５ 年

前后迈入发达国家的门槛，最终在 ２１ 世纪中叶加入高度现代化国家的行列。
中国的现代化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其历史起点、国家形成的道路、工业化的战

略以及步入现代化经济体的路径，均不同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关键词：现代化　 全球化　 工业化　 国家形成　 中等收入陷阱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的现代化发轫于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始自国人有意识地探寻最适合自身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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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存、发展道路。 １８４２ 年，也就是清朝在鸦片战争中被打败当年，魏源撰成《海国

图志》５０ 卷，此后陆续有所增补，到 １８５２ 年扩至 １００ 卷。 魏源反复增写这本书的目

的，是为了让国人睁开眼睛，了解世界，找到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着手向西方

先进国家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 大体上，我们可以把 １８５０ 年前后视为中国现代

化启动的原点；正是从那时开始，先进的中国人第一次具备了全球视野，朦朦胧胧意

识到西洋各国的制胜之道，体认到仿效、移植西洋“长技”的必要性。
从那时算起，中国的现代化已走过一百七十多年的历程。 再过二十多年，到 ２１

世纪中叶，中国有望走完现代化的全过程。 换言之，中国的现代化，前后持续约 ２００
年。 中国将从一个以传统农业为主、对外部世界缺乏了解和认知的状态，转型为一个

以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体、充分融入全球信息网络和知识体系的崭新文明。
关于中国现代化历史过程的研究，海内外学界已有很多成果。 历史学者的作品

大多聚焦于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思想文化变迁和经济政治制度变革，很少把 １９４９ 年以

前的现代化（或谓“近代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作为一个完整过程加以综合考察。① 而研究 １９４９ 年以

后中国现代经济社会转型的著述，又很少跟此前的历史发展过程有机地结合起来。
其实，历史是无法割断的，现代化过程更是一个连贯的整体。 早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至

８０ 年代现代化研究的鼎盛时期，即有西方学者对现代化的全过程，先后提出各式各

样的阶段划分。② 综合这些研究，并结合各国现代化的历史实际，我们可对现代化各

阶段的轨迹在一般意义上作如下归纳。
当一个传统社会开始面临现代化的挑战并且再也无法规避时，广义上它便进入

了现代化的长期过程。 挑战的形式是多样的，可以来自社会内部，源自知识的增长、
观念的变革，以及生产力的进步；也可以来自外部，源自军事上的冲击和民族生存危

机，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人们对现代变革的渴求。 当挑战达到一定程度时，现代化便进

入准备阶段，这一阶段所要着重解决的是为现代化的起步所必需的种种先决条件，其
中主要是一个以现代化为政策取向的新型政治权力和制度。 在这些先决条件都基本

具备之后，现代化才可能正式地、大踏步地向前推进，迈入工业化全面起步阶段。 工

业化发展到一定的地步，又必然引起人口从乡村向都市、城镇的大量迁转，导致经济

结构的复杂化、经济利益的多样化和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并由此带来政治体系的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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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重要的有：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

版；胡福明主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安徽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
上海三联书店 １９９５ 年版；以及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海外中国现代化研

究最具分量的当数 Ｇｉｌｂｅｒｔ Ｒｏｚｍａｎ， ｅｄ． ，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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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 这时，整个社会进入了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型时期，这个转型期，便构成了现代

化的最后一个阶段，即走向成熟阶段。 一旦此阶段结束，一个社会便转型为“后现代

化社会”，亦即高度现代化的发达社会。
１９ 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历程，也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大体上可分为

五个时期，即（１）晚清以调整自我定位和救亡图存为核心内容的“挑战”阶段，（２）民
国时期以国家转型为中心的“准备”阶段，（３）始自 ２０ 世纪中叶的工业化“起步”阶
段，（４）８０ 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阶段，以及（５）从 ２１ 世纪第二个十年

开始的“走向成熟”阶段。
这些不同的阶段之间有怎样的逻辑关系？ 每个阶段各有哪些特征？ 把这些不同

阶段的逻辑联系和特征归纳起来，对于我们认识历时 ２００ 多年的中国现代化的轨迹

有何启发？ 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实现，对于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的重

建，以及现代化理论的重构，将有何含义？ 这些将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二、晚清时期（１８６０—１９１１）：现代化的艰难启动

　 　 相较于其他国家，晚清中国的现代化启动过程异常艰难。 清朝统治精英的世界

秩序观和自我定位，对其正确认识来自外部的挑战和形成有效的应对方案，形成巨大

的障碍。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自古以来有着大一统王朝的历史传统。 历代统治者均把平

定天下、巩固疆域，当作首要任务。 到清代前期，中国的疆域已经涵盖内地 １８ 省，以
及周边的蒙古、新疆、西藏等藩属，再加上中国之外的朝贡国（朝鲜、琉球、安南、缅甸

等等），形成了一个垂直型国家体系。 在这个体系中，清朝皇帝作为“天下共主”高踞

其上，御临内地 １８ 省和各藩属，而中国之外的朝贡国既有定期赴京师朝贡的义务，又
享受清朝的保护；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成了国内政治秩序也就是君臣关系的自然延伸，
故而迥异于近代早期欧洲列国相互之间的平行关系。 欧洲列国之间，彼此平等竞争，
在国际法框架下以主权国的身份相互交往。 而清朝则以上国自居，践行儒家说教所

界定的纲常伦理，把中国之外那些不习这套伦理道德、不接受清朝礼仪规范的各国，
视同蛮夷。 中国与周边朝贡国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以上临下的等级关系，还是礼仪之

邦与夷蛮之属的对立关系。
中西之间这两种不同形态乃至截然相对的世界秩序观，对中国和欧洲各国日后

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直接和深远的影响。 在欧洲，平行的列国竞争是一种常态，刺激

了各国为了生存而扩充和提升军事力量；又为了支撑军事扩张而增加税源，继而又为

了增加财政收入，使国家机器渗透到社会的底层，使整个征税和治理系统走向科层

化、合理化、常规化；又为了增加财源而奖励创新，讲求科学，鼓励工商和对外贸易。
可以说，平行的国际秩序和常态的帝国竞争，是欧洲各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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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原动力。
不同于欧洲各国之间属于同一个文明体，彼此均为同一个国际体系下的成员国，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彼此之间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清代中国

与周边朝贡国也自成一体，朝廷与朝贡国以及所有的中国之外国家之间，至少在官方

的意识形态上，呈现为一种单向的交流，也就是只有中国的礼仪教化流布于海外，用
夏变夷，而不可能是中国向其他国家学习，用夷变夏。 在清朝统治者和儒家士大夫看

来，通过朝贡体系和有限的贸易往来，把中原文物制度传布到海外是理所当然的，但
是让中国学习和吸收外来的制度和技艺，则是不可思议的。 虽然从晚明到清朝前期，
从西洋输入的器物乃自天文和数学知识，不乏其例，甚至得到朝廷的重视和实际运

用，但总体上，清朝统治精英对任何外来的文化和制度采取了一种高高在上的排拒态

度，则是毫无疑问的。
至于清朝为什么会长期维系和坚守这一套垂直的自我中心的世界秩序观，对外

来文明的输入在整体上加以禁绝，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在地缘政治上，入关之后

的清朝将关内关外和长城内外连成一片，中国从此再也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边
患”，尤其是在 １７ 世纪中叶消灭了准噶尔汗国之后，清朝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享受了中

国历史上少有的长期和平安宁局面。 中国以其庞大的疆域和人口以及远远超过周边

各国的经济规模和制造工艺水平，建立了在整个东亚地区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 直

至鸦片战争到来之前，中国不存在任何实质性的外来威胁。 因此，朝廷上下乃至整个

士大夫阶层，也失去了了解外部世界的兴趣，更谈不上吸收和接纳外部的器物和

制度。
其次，在财政和经济上，由于 １７ 世纪中叶以后不存在重大的外来军事威胁，清朝

失去了扩充和提升军备的动力。 以八旗和绿营为主体的国防体系，在规模和财力投

入上一直维持大致稳定的状态。 因此，清朝的日常财政开支，也就是所谓“国用”，在
１８ 世纪和 １９ 世纪上半叶也大体上稳定，总体上收大于支，每年略有盈余，经年累积，
使这一余额足以应付清朝财政的不虞之需。 清朝财政的最主要来源是内地十八省的

土地税，而来自国内外贸易的关税只占了小头。 因此，清朝的治理策略，把重点放在

维持农业经济的稳定上面，对于海外殖民和对外贸易不感兴趣，总体上采取了重农抑

商的策略。 这种策略的根源，就在清朝独特的地缘秩序和财政结构。 这跟早期近代

以来欧洲各国在列国竞争的压力下，大力推行重商主义，鼓励工商和技术创新，形成

鲜明的对比。
最后，在意识形态上。 清朝之所以竭力维护以上临下的世界秩序观，限制对外贸

易，排斥外来文明，不仅是因为它反映和印证了清朝的地缘政治秩序，也不仅仅是因

为清朝在财政上无需依赖对外扩张和贸易以满足其日常开支需求，而且也出自清朝

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 清朝继承的历代华夏王朝的儒家说教，视皇帝为天子，以儒家

的纲常作为天子统治天下臣民的合法性基础。 在这种纲常秩序中，清朝的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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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和处理中外关系的准则，只能是国内君臣关系的延伸，而不能在君臣等级秩序之外

另搞一套。 事实上，清朝之所以竭力维持中国与周边朝贡国之间的上下等级秩序，正
是以此来印证和加强国内的社会政治秩序。 因此，清朝对外关系上的垂直型的等级

秩序，对国内政治上的君臣等级秩序，起到保护和支撑作用。 如果说清朝国内统治秩

序中君臣纲常构成其政治文化的内核的话，那么中外关系上的垂直型等级秩序，便是

保护这一内核的外壳。 一旦这种单向的垂直型的对外关系被打破，外壳被击碎的话，
其政治文化的内核也无可避免地受到侵害。① 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维持对外关系

上的“上国”形象，是巩固国内等级秩序的必然要求。
因此，相较于近代欧洲各国，晚清中国的现代化，有其特殊的前提条件。 在欧洲

各国，作为民族国家，处于同一个国际体系之内，彼此之间打交道，不存在世界观上的

障碍，向周边国家学习，彼此取长补短，相互竞争，是给定的和习以为常的。 这些国家

搞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是要摆脱中世纪权力分散，各自为政，主权隶属于王权，国土四

分五裂的状态，形成一个统一的、主权完整的、疆域稳定的国家。 中国正好相反。 疆

域的统一和稳定，早在 １８ 世纪中叶就已经完成。 中国搞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是突破

其世界秩序观的限制，消除上国心态，以平等的姿态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以开放

的态度与各国打交道。
事实证明，上国心态构成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接纳西洋文明的最大障碍。 要突

破这种心态非常不容易。 从鸦片战争结束，到中国情愿以平等的方式与西洋打交道，
前后用了整整二十年时间；而真正认识到中国不仅在器物和技艺上落后于西方，必须

向西方学习，而且进一步意识到，中国在政教上也落后于西方，愿意在国家体制上向

西方学习，变法维新，又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 一直到甲午战争战败之后，才转向对

思想和制度层面的探讨。 现代化启动的缓慢、艰难，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走向现代化

道路的一个显著特征。
需要强调的是，晚清中国虽然经历了漫长的现代化启动过程，但对中国现代化的

全过程而言，也有其不可低估的贡献。 那就是在失去周边的所有朝贡国并且割让部

分领土、丧失部分主权之后，总体上依然维持住清朝在鼎盛时期所形成的疆域格局，
避免了世界历史上所有其他传统帝国在衰退阶段所共有的疆域四分五裂的状况；在
清末民初鼎革之际，进一步将以少数族群为人口主体的各个边疆区域，与内地各省一

道，在“五族共和”的架构下，完整传承给新生的中华民国。 换言之，中国的现代化从

一开始，就是在“大国”这样一个既有的物理空间基础上展开的。 要理解这一点，我
们须进一步探究 ２０ 世纪前半期中国现代化的政治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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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迈向既大且强（１９１２—１９４９）：中国现代化的政治逻辑

　 　 就国家形成而言，中西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中国在现代化过程启动之前，业已

具备一个高度集权、疆域明确的国家。 １９ 世纪之前的清朝，虽然还没有引进久已流

行于欧洲国家的“主权”概念，也不以平等地位与其他国家相处，但是早在 １８ 世纪中

叶，清朝的疆域已经趋于稳定，与周边国家的边界也有明确的划定。 清廷以行省和藩

属两套不同的治理体系，管理内地十八省与满洲、内外蒙古、新疆、西藏和青海等边疆

地区。 朝廷对内地各省在省级和县级官员的任免、赋税的管理以及军事布防方面，拥
有高度统一集中的权力。 对于行省之外的各藩属，朝廷虽然不直接介入其内部事务

的管理，允许藩属在各方面保留原有的地方治理传统，但是通过军事驻防和宗教庇护

等手段，也对边疆形成了有效的掌控和治理。
事实证明这一套治理体系在 １８—１９ 世纪基本上是有效的。 藉由这一套体系，清

廷始终能够维持对内地和边疆的控制，消弭内地的叛乱，阻止边疆的分离。 但这套体

制也有一个与生俱来的弱点，也就是在财政和军事方面缺乏扩张能力，长期处在大体

稳定、停滞乃至退化的状态。 军事上清朝的正轨军事组织（八旗和绿营）的编制和装

备，在整个 １８ 世纪和 １９ 世纪上半期很少有变化。 财政上，清朝的收支水平在 １８ 世

纪和 １９ 世纪上半期也大致稳定，总体上，收略大于支，并且可以历年累计的盈余，应
付不时之需，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状态。 这一套缺乏弹性和扩张能力的财政军事体系，
是以清朝的地缘政治的均衡状态为前提的。 在西方列强的冲击到来之前，清朝在整

个欧亚大陆东部处于独大的地位，其现有的军事和财政能力，足以应付来自周边的任

何危险。 自从 １８ 世纪中叶平定准噶尔汗国之后，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种危

险不复存在，所以清朝也缺少扩展其财政军事能力的外部压力和内在动力。
然而，地缘政治的稳固是相对的、暂时的。 一旦外部和内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产生对国防安全和王朝统治的致命威胁，清朝原有的一套财政军事体制便难以应付。
这便是鸦片战争以后清廷所面临的困局，同时也是清朝国家发生现代转型的契机。
在财政收支结构大体上固化的条件下，清朝应付外来挑战的唯一选项，是在有效维持

对省级行政和军事组织的有效控制的同时，允许后者在筹集经费和应对危机方面，有
一定的机动能力。 其结果便是朝廷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形成一种新的格局，姑且

谓之“地方化集中主义”（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ｓｍ）。 这种关系的主轴，依然是传统的中央

集权。 但是在听命于朝廷的前提下，地方督抚在财政用人、军事防卫上，获得前所

未有的自主权。 这种新的权力格局证明是成功的，它使得同治光绪年间的地方官

员在国防教育、交通运输和机器制造等方面的一系列洋务举措成为可能，也使得清

朝在遭受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重大冲击之后，能够续命近半个世纪，开
启从传统疆域国家向近代主权国家的过渡，并且基本上保持其疆域格局的大体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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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成功地将清朝的疆域基本完整地传承给取代它的民国政权，避免了世界史上王

朝衰落过程中经常出现的国土四分五裂的局面。 应该说，这是晚清中国现代化的

最为成功之处。
但是地方化集中主义的成功运作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即地方督抚对朝廷的忠诚

和对国家的认同。 而这种认同又是以地方化过程中区域集团所掌控的资源和利益获

得朝廷的尊重为前提的。 所以在太平天国之后的几十年间，朝廷与地方之间一直维

持着微妙的平衡。 清末十年朝政的最大失败，就在清廷对满汉关系以及朝廷与地方

督抚的关系处置失当。 清廷在“新政”名义下所进行的一系列集权举措，严重侵犯了

地方领袖的既得利益，导致后者离心离德和清朝的最终覆亡。
民国早期（１９１２—１９２７）的政治格局与晚清时期的最大不同，在于“集中化地方

主义”（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ｌｏｃａｌｉｓｍ）成为权力竞争的主导模式。 之所以谓之集中化地方主

义，是因为地方主义此时构成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主轴。 控制一省或数省地盘的区域

性军事领袖（也就是军阀）拒不听命于中央，完全掌控了地方的财政军事和行政资

源，并且为了争夺这些资源，相互之间展开竞争。 而这些区域性政权是否能够在竞争

中胜出，击败对手，最终统一全国，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区域内的财政军事集中化

程度。 事实证明，最终击败所有对手的，是在财政军事资源最为雄厚的国民党政权；
它首先在广东一省打造了一个高度统一集中的地方政权，继而通过北伐战争，打败或

降服各省军阀，于 １９２８ 年宣告完成全国统一。 但是在统一过程中以及统一之后，国
民党政权并没有能够随着军事上的成功，将其高度集中统一的财政军事体制，从区域

推向全国，形成全国范围的集中主义，而是在扩张过程中，将部分竞争对手加以收编，
并允许后者保持高度的自主。 所以，１９２７ 年以后的国民党政权，远未能建成一个统

一集中的全国性政权，而是倒退到“半集中主义”（ｓｅｍｉ⁃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ｓｍ）。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势力，之所以能够在与国民党政权的长期内战中最终

获得胜利，有多方面的原因。 １９４５ 年以后出现的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固然是一个关

键因素。 日本的投降和苏联红军对东北的占领，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得以进入

并最终控制了东北这一中国现代交通和现代工业最为发达、人力物力资源最为充沛

的地区，从根本上扭转了长期以来根据地均局限于交通不便、贫瘠落后的边远地区的

局面，从而有足够的财政军事资源，展开大规模运动战和阵地战，与国民党部队一决

高下。 但同样重要的是根据地的内部政权建设，尤其是通过延安整风和军政建设，消
除了存在于各根据地的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打造了全党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

领导集体及其政治纲领的高度认同，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渗透到乡村底层的强大动

员能力和各根据地之间的高度协调能力。 正是这种 “全方位集中主义” （ ｔｏｔａｌ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ｓｍ，亦即高度的政治认同与高度集中的财政军事体制）与有利的地缘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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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保证共产党革命在抗战结束后短短数年便取得出乎世人预料的胜利。①

概言之，作为政治现代化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１９ 至 ２０ 世纪中国的

现代国家形成，走了一条不同于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道路。 近代欧洲国家的出现，通
常都源自传统帝国的衰退和瓦解。 正是在军事帝国或殖民帝国四分五裂的基础上，
各国以共同的语言、血缘或文化为纽带，形成新的民族国家，再经由自上而下或自下

而上的路径，形成高度统一集中的财政军事体系。 而中国在 １９ 世纪中叶启动现代化

进程之际，已经是一个拥有固定疆域、行政体系高度集中的大国。 因此，晚清和民国

时期中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并没有经历欧洲史上所常见的帝国四分五裂和诸多民

族国家从中崛起的断裂过程，而是从一个统一的、多族群的传统大国向现代主权国家

平稳过渡的连续过程。
这场转型的困难之处在于，清朝国家权力的统一和集中始终建立在脆弱的地缘

政治均衡和财政均衡之上。 １９ 世纪中叶以后，外来军事入侵和大规模内乱的反复冲

击，最终打破了这种均衡。 原先高度集中的财政军事机制不可避免地朝地方化或区

域化的方向滑行。 如何克服地方化趋势，实行财政军事资源的重新集中，便成为国家

转型的最主要内容。 进入民国以后，这种重新集中过程经历了前述三个步骤，即北洋

时期的集中化地方主义、国民党政权的半集中主义，以及共产党政权的全面集中主

义。 每个步骤都是对此前的权力结构和资源控制机制的否定，并且在此基础上迈向

更高程度的集中化。 竞争中的各支势力只有打造比其对手更加统一集中的财政军事

机器，并且在意识形态上达到更高程度的认同，才能战胜自己的对手，进而将一个高

度统一集中的财政军事组织从局部推向全国，形成全国范围的高度统一集中的现代

国家。 这便是现代国家在中国形成的独特路径。
总之，要全面客观地理解 １９ 世纪以来中国政治变革的独特路径，要抓住以下两

点。 其一，不能用习见于欧美近代历史的“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套路，来理解近现

代中国历史；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中国所发生的，是从一个多族群的疆域国家向现代主

权国家的转型过程。 其二，不能把经过这场转型所形成的现代中国，简单地等同于欧

美历史视角下的“民族国家”。 欧美历史上经过“从帝国到民族国家”所产生的现代

国家，普遍具有“既小且弱”的特征：谓其“小”是相对于从前的帝国而言；谓其弱是指

这些国家的制度建构，大都基于“强社会、弱政府”的理念。 中国正好相反，经过历时

一个世纪的国家转型所产生的是一个“既大且强”的现代中国。

四、国家工业化（１９４９—１９７８）：中国现代化的经济逻辑之一

　 　 如果说，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现代化的主题是国家建造，整个过程充满动荡和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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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的话，那么 １９４９ 年完成建国任务之后，从事和平建设，亦即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改

造，便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全新主题。
１９５０ 年代至今历时 ７０ 多年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可分为两个截然不同又紧密相

连的阶段。 在头一个阶段，也就是从 １９４９ 年到 １９７８ 年，中国所追求的是社会主义计

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工业化”战略。 在从 １９８０ 年代开始全面启动的第二个阶段，
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根本转变，从原来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通过国家自上

而下的计划管理，打造一个高度自主的、部门齐全的现代化工业体系，转变为在公有

制和其他多种形式所有制并存的基础上，通过市场机制，尤其是吸引外资和鼓励民间

创业，使中国经济最大程度地融入国际市场，从而扩大产量，提高效益，并驱动各产业

部门转型升级。
如何评价中国经济增长的上述两个阶段，对认识和评估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及其

成就至关重要。 由于 ８０ 年代以来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此前

３０ 年的经济体制和战略，因此改革时期的主流话语大多通过前后对比，肯定和颂扬

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
要公平、客观地评估 １９４９ 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不能脱离历史实际，简单

地进行比较，而必须回到当时的中国所处的外在环境和内部条件，从历史的角度加以

解读。 首先，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１９４９ 年建国之后，虽然百废待兴，但就人口规模、
国土面积和经济体量而言，新中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国，领导人始终有着大国的政

治担当，毫不迟疑地认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① 正因为这样的大国

抱负，新中国的领导人在制订经济现代化方案（“国家工业化”）时，从一开始便理所

当然地追求一个与中国的大国地位相称的战略目标。 这个目标便是建设一个独立自

主、部门齐全、相对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
追求这样一个目标，当然并不排斥在特定地缘政治环境下寻求外来援助。 ５０ 年

代由苏联援助的 １５６ 项重大建设项目，便是这一时期的具体成果。 但这些项目服务

于一个战略目标，就是在中国建成一个自主的工业体系，而不是在技术、资本和市场

上形成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依赖。 相反，中国在接受苏联援助的同

时，刻意避免参加苏联所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互助委员会，仅仅是以观察员身份

介入该组织的活动。 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有着区别于中小国家的发

展战略。 中小国家可以通过参与国际分工，以让出自己的市场和资源为代价，获得大

国的援助和保护。 但新中国领导人的大国战略，注定了 １９４９ 年以后的中国不愿意在

这样一个国际体系内部只扮演普通成员的角色，或者只是以配角的身份接受大国的

支配。 事实上，中国之所以从 ５０ 年代与苏联结盟，到 ６０ 年代走向竞争和冲突，最终

在边境以兵戎相见，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大国抱负，与苏联所构想的以苏为首的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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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国家体系格格不入。
当然，１９５０—１９７０ 年代的中国，更不可能像中国周边的中小型经济体（东亚四小

龙）那样，在政治和军事上仰赖美国的霸权，在经济上加入美国所主导的资本主义世

界体系，在接受美国的资金和技术援助的同时，参加这一体系的内部分工，利用国际

市场发展，从发展劳动密集的低端产业入手，逐步向中高端产业转型升级。 朝鲜战争

爆发以后的中国，在遭受西方禁运和封锁的条件下，与西方各国的贸易往来几乎被切

断。 即使在 ７０ 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之后，中国也只能通过个别渠道，与日本以及欧

美个别国家展开有限的贸易往来。 因此，这一时期，中国游离在西方所主导的资本主

义世界经济体系之外，不可能模仿或重复四小龙所走过的道路。 中国与四小龙之间，
无论在外部环境、内部制度，还是在经济规模和发展战略上，都不具有可比性。 如果

硬要以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反证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战略的“失败”，那么，这种做法

不仅在方法论层面是非历史的，在实证层面也站不住脚。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评价这 ３０ 年所走过的历程？ 首先，毫无疑问，这三十年走了

不少弯路。 新政权的领导人对于在尽快短的时间内使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从来不

缺激情和想象，但是却缺少实际经验。 急切的目标与经济的贫乏结合到一起，必然带

来全国范围的动荡和对资源的巨大浪费。 这便是大跃进的前因后果。 而它的后续震

荡，则直接导致十年“文革”。 无论就规模还是冲击力度而言，这些都是人类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试验，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但是如果只用“失败”和“灾难”形容这三

十年，无疑将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了。
检视、判断这三十年是成功还是失败，一个基本的尺度，是看当时中国在计划经

济体制下搞国家工业化，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可替代的发展模式。 首先要明确，冷战

时期四小龙在美国霸权的主导下所走的出口加工和转型升级道路，在中国大陆不具

有可行性。 其次，对于苏联式高度集权的、一刀切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从 ５０ 年代后

期开始，便刻意避开。 此后，在整个六十和七十年代，中国一直在探索适合本国国情

的增长战略和经济体制。 总的趋势是在收权和放权之间来回试验，不断地向地方分

权倾斜；纳入中央集中计划和由中央部门直接管理的企业，占比越来越低。 尽管有大

跃进和文革时期历次运动的冲击，中国工业经济的增长势头始终没有中断，从 １９５２
年国民经济完全恢复，到改革开放前的 １９７８ 年，在这 ２７ 年时间，实体经济（也就是当

时所用的“社会总产值”）的增幅达到年均 ７. ９％，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增 １０. ７％。① 这

一时期的经济增长战略和体制并非最佳，但也远非失败。
当然，在缺少外来投资和足够资金积累的条件下，这一成就的取得，必然意味着

国家在最大程度上汲取全国各行业的经济资源，也必然意味着最大程度地压缩民众

消费水平。 其结果便是到 ７０ 年代末，虽然中国已经初步建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现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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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体系和交通体系，但是城乡民众的收入水平仍然很低，远远落后于周边各小型经济

体。 但是要全面评估这一时期的经济建设，不能光看人均收入，更不能仅看人均

ＧＤＰ，因为人均 ＧＤＰ 这一指标，只对衡量一个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有意义，因为只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经济体内部的所有资源和产品才具有充分的商品属性，可以

其市场价格加以核算。 而在非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有“工农业总产值”这一指标，
但还有相当多的产品、资源和服务，并不具有商品属性，无法用更为完整的 ＧＤＰ 这一

指标加以衡量。
“四小龙”在冷战时期经济上的快速发展，与其说印证了现代化理论的判断（也

就是任何一个传统农业社会，都具有按阶段、分步骤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潜力），不
如说是一个特例。 它们的成功是两种特殊因素结合的结果：一是作为在地缘政治上

对美国最具战略价值的地区，在资金、技术和市场融入方面，获得美国的全力援助；二
是这些东亚社会自身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在儒家文化影响下形成的勤劳节俭的经济

伦理和对教育的高度重视，有助于形成一支理想的劳动力大军和全社会的高储蓄率。
这两个条件的结合，在冷战时期的所有非西方社会当中，是独一无二的。 也解释为什

么东亚四小龙成为在 ２０ 世纪非西方社会当中仅有的现代化取得成功的案例。 它们

的市场经济在融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后，也的确可以用这一体系内的经济增长主

要指标，即人均 ＧＤＰ，来衡量其发展水平。
因此，如果一定要将中国与其他国家加以对比的话，不应该以这样的特例为参

照，而应该跟东亚以外的普通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主要是南亚、东南亚和非洲国家，
尤其是其中人口规模较大的国家。 就人均 ＧＤＰ 而言，中国在 １９７７ 年达到 ３９０ 美元，
超过印度的 １５０ 美元，越南的 １６０ 美元，巴基斯坦的 １９０ 美元，印尼的 ３００ 美元，埃及

的 ３２０ 美元（当然远远落在东亚“四小龙”之后，包括韩国的 ８２０ 美元，中国台湾地区

的 １１７０ 美元，中国香港的 ２５９０ 美元，新加坡的 ２８８０ 美元）。① 但如前所述，人均

ＧＤＰ 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不太具有指标意义。 更重要的还是要看更具有实际意义

的发展指标。 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均预期寿命。 到 １９７７ 年，中国已经达到 ６４ 岁，超过

所有低收入国家（平均 ５０ 岁），也超过绝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平均 ６０ 岁）。② 再看

死亡率，１９７７ 年中国为千分之 ９，相当于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千分之 ９），低于几

乎所有低收入国家（平均千分之 １５），也低于绝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平均千分之

１１）。③ 另一个重要指标是成人识字率，１９７７ 年中国达到 ６６％，高于所有低收入国家

（平均 ５０％），也超过绝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平均 ６５％）。④ 总的来说，放眼整个第

三世界，１９４９ 年以后的三十年间，中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是靓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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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１９７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９， ｐｐ． １２６－１２７．
同上，ｐｐ． １６６－１６７．
同上，ｐｐ． １６０－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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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改革开放（１９７９ 年以来）：中国现代化的经济逻辑之二

　 　 ８０ 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一个不可思议且堪称奇迹的地方，就是原先

作为冷战时期非西方经济发展特例的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居然很大程度上被中国大

陆吸纳，并且在更大规模上推展开来。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奇迹，有以下三方面的

原因。
一是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从过去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长期

对抗，因而被排斥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贸易体系以及以苏联为首的社

会主义国家阵营之外，一变而成为与美、日、西欧走近的国家。 从此，中国打开国门，
向西方国家开放，而西方国家也越来越多地接纳来自中国的商品和人员交流。 中国

经济加入西方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从此成为可能，实际上也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

个主要目标。 ２００１ 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则是这一对外开放战略的最

重要步骤。
二是东亚四小龙到 ８０ 年代已经基本完成工业化的转型升级，从原来的劳动密集

的制造业升级到技术和资本密集的中高端产业，因此亟需将原有的低端制造能力向

外转移，而中国大陆的对外开放恰好与四小龙的这一转型期对接，成为它们对外投资

的最佳目的地。 源源不断的外来投资，为中国制造业的加速扩张提供了重要推动力。
三是从 １９７９ 年开始试验、并且在随后两年推广到全国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以分田到户取代原来的集体化农业生产组织。 亿万农民在获得承包土地的自主

经营权之后，开始越来越多地离开土地，纷纷进入乡镇企业或外资、合资企业，为沿海

地区制造业的迅速扩张，提供了所需要的劳动力大军。
正是这三个因素的同时出现和奇妙结合，导致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经济的快速扩

张，带动各行各业全面融入世界市场体系，成为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环节。 也正是在这

一背景下，引进自美国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在结合中国的经济实践之后，形成在中

国经济学界颇具影响力的一个学派。 按照这一学派的解释，无论是四小龙在六七十

年代的起飞，还是中国大陆特别是沿海地区在八九十年代的工业化，都是因为利用了

自身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廉价的劳动力和具有竞争力的基础设施，从而成功地吸引了

外来投资和技术引进。 进入新千年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国的

产业结构和出口商品构成也在逐步发生变化，从八九十年代以劳动密集的粗加工产

品和原料出口为主，上升到以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中高端产品为主。 换言之，２０００ 年

以后的中国完成了产业转型升级过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优势理论是有一定的

适用性和解释力的。 但是，这种理论的解释力也仅限于此。 事实上，不仅四小龙的崛

起有其特殊的地缘政治和文化传统因素，几乎无法在东亚以外的地区加以复制，而且

中国大陆历时三十多年的快速崛起，也是前述三种因素奇特结合的产物，同样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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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以外地区无法复制。 实际情况是，９０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工业化及其对

全球市场的占领，放眼整个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可谓一枝独秀。 在中国

经济迅速崛起、人均 ＧＤＰ 快速上升的同时，其他发展中国家所经历的，则是长期的停

滞和中等收入陷阱。
过去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长期以来大致上归结于以下两种因素。

一是市场机制的引入和产权制度的变革，导致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所有制结构发生根

本变化。 应该说，相对于此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公有制为主体的产权结构，市场机制

和私有产权的确为改革以后的中国经济注入活力，驱动了中国经济增长。 但是无论

市场经济，还是私有产权，在 １９４９ 年以前的中国早已有之，而且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

家也同样存在。 但无论是 １９４９ 年以前的中国，还是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并没有因为

市场和私有产权的存在而实现经济起飞。 可见市场机制和私有产权最多只能说是经

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但绝非最关键因素，更谈不上是充分必要条件。 仅仅只有市场机

制和私有产权，并不能确保经济起飞和转型升级。
二是所谓比较优势，认为 ８０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是因为加入了

国际大循环，在全球范围的产业链分工中，找准、站稳了自己的位置，也就是充分利用

自身优势，尤其是充沛而廉价的劳动力，搞大进大出，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换句话说，
中国大陆成功地借鉴了东亚四小龙的起飞模式和比较优势战略。 这种模式既不同于

８０ 年代之前第三世界国家所青睐的追求小而全或大而全的进口替代战略，也不同于

９０ 年代以来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方案，只重视自由竞争和产业保护，听任跨国公司占

据国内各行各业的支配地位。 比较优势战略所强调的是各国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
有所为，有所不为，并且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积极主动实现产业升级。

但比较优势理论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它的预设前提并不是给定的、无条

件的、到处适用的。 这个预设前提就是，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在全球范围的资本主义世

界体系中可以不受限制地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具有商品属性的资本

和技术可以在国与国之间自由进出。 但实际情况是，地缘政治，而不是纯粹的市场机

制，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发挥了关键的乃至决定性的作用。 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据主

导地位的大国，总是利用自己的军事、金融和技术优势，使用非经济、非市场的手段，
对任何具有潜在威胁和竞争能力的国家或公司，进行打击和排挤。 只有对某些在其

全球战略中起关键支撑作用的盟国，霸权国家才会网开一面，允许后者引进或开发尖

端技术，并且使之产业化，但前提是这种高端产业的引进和研发不会对其霸权地位构

成威胁，并且只能作为维持和巩固其霸权地位的有益补充或辅助角色而存在。 一旦

构成威胁，即使来自盟国，也毫不留情地加以打击。 四小龙 ８０ 年代的产业升级和 ９０
年代以来尖端制造业的崛起，正是在这种前提下实现的。 中国从 ８０ 年代开始之所以

获得历时三十年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一时期中国的市场特征和产业

定位，与大国主导的世界产业链具有兼容性，满足了发达国家低端产业外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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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跨国公司的资本投入集中于高端产业，从而获得利润的最大化。 与此同时，大量来

自中国的低端廉价商品的涌入，也有效地抑制了西方各国尤其是美国的物价上涨和

通货膨胀，有助于这些国家维持国内社会的总体稳定。
但是自从进入新千年以后，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两大趋势，使得比较优势战略

难以为继。 首先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势头十分迅猛，尤其是在新经济领域，包括

５Ｇ 通信技术、可再生能源、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电动汽车、无人驾驶等等，中国的赶

超速度令人惊讶，甚至在个别领域遥遥领先，从而对美国所主导的科技霸权以及由科

技霸权所支撑的军事和金融霸权，构成现实的、直接的威胁。 其次是中国的外交战略

也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如果说在 ８０—９０ 年代乃至 ２１ 世纪头十年，中国所奉行的是

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策略，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认可美国的霸权地位甚至加以利用

的话，那么，随着中国对外贸易和海外投资的扩张，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在不断地向外

延伸；随着总体国力尤其是财政和军事能力的上升，中国急需重构自己的地缘战略，
使其对外战略在最大程度上服务于不断向外延伸的国家利益，从而也不可避免地与

美国在东亚地区所建立的地缘秩序和军事战略发生冲突。 阻挠、限制、遏制中国高科

技产业的升级和突破，也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重中之重。 在这种情况下，沿用比较优

势战略的传统思路，通过资本和技术自由流通，实现产业升级，已经走不下去。 至少

在高端产业领域，全球化已经开始退潮。 比较优势战略至此也走到了尽头。
总之，到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进入关键阶段。 探索中国特

色的现代化道路也成为中国知识界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不仅经典的现代化理

论早已过时，久为学界所遗弃，而且 ９０ 年代以来曾经兴盛一时的全球化理论也已经

成为明日黄花。 那么，除了“现代化”和“全球化”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分析工具有助

于我们认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展望未来，中国的竞争潜力到底在哪里？ 中国是否

有可能完成现代化，加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六、走向成熟：中国现代化的经济逻辑之三

　 　 如前所述，自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只有两类经济体成功完成现代化转型。 其

一是日本和东亚四小龙，靠的是它们在冷战时期东西方对峙中的特殊战略地位，以及

由此所获得的美国在财政、技术、贸易、军事、政治上的全面扶植。 当然，其内部在

“发展型政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主导下所形成的外向型战略，以及当地民众在传

统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刻苦勤俭、崇文重教的价值观，也对工业化的成功起飞起到不

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其二是欧洲六小国，即北欧的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以
及东欧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 这些国家因为较早加入欧盟（２００４），文化

上与已经现代化的西欧和北欧国家相近（基督新教路德宗或者罗马天主教），地理上

相邻，因此，在加入欧盟之后，可以轻易引进来自西北欧和南欧发达国家的投资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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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并且在金融和贸易体系方面与欧盟完全融合，从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升级和国

民收入的提高。 而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比六小国大得多的其他东欧国家，包括波兰、
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尽管也已经加入欧盟，但体量较大，很难一下子被欧洲

发达国家的经济体系所吸纳。 不过，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上述东欧国家中已有三

个（波、匈、罗）进入向发达国家过渡地带（人均 ＧＤＰ 在 １３，０００ 至 ２０，０００ 美元之

间）。 它们能否成为下一波加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成员，尚拭目以待。
中国的人均 ＧＤＰ 在 ２０２２ 年达到 １２，５００ 多美元，在“上中收入”国家中名列前

茅。 问题是，中国经济在今后一二十年的时间内，能否继续保持增长的态势，跨过发

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峡谷，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面现代化？
毫无疑问，在经历了 ４０ 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从 ２０２０ 年开始，由于三年新冠疫

情的冲击，中国经济的增长势头急剧下降，从过去年增 ７％乃至 １０％以上，急剧跌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２. ３％，２０２１ 年反弹至 ８. １％，但是到 ２０２２ 年再次下滑到 ３％ 。 ２０２３ 年估计

也仅在 ５％左右。 疫情的结束并没有带来经济增长势头的恢复。 相反，伴随着经济

增长疲软，各行业的就业机会也在减少，失业率居高不下，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支

出也呈下降趋势。 曾经作为地方政府财政最主要来源和地方实体经济最主要支撑的

房地产业，由于民众的购房意愿和还贷能力下降，也失去了往日的繁荣。
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前景似乎也黯淡下来。 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 ２０１７ 年上

台之后，美国频繁地对中国发起贸易战，通过大幅提高关税，限制中国商品大规模进

入美国市场。 ２０２１ 年拜登总统上台后，进一步强调在对外贸易上与中国“脱钩”，减
少对中国商品的依赖。 与此同时，美国还联手其在欧洲和东亚地区的盟国，在涉及

５Ｇ 通信、人工智能的尖端科技领域对中国展开制裁、断供和封锁。 中国国内的高端

芯片设计、研发和制造产业受到严重挫折。 多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持续扩张的势头

也减缓下来。 到 ２０２３ 年上半年，中国已经从原先美国的第一大进口国，下降到第三

位，落在墨西哥和加拿大之后。 基于这些新的情势，西方媒体已有言论认为，在未来

相当长时间内，中国有可能重蹈日本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覆辙，陷入长期萧条状态，
甚至会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后尘，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不少经济学家原本认

为，中国凭借其现有的增长势头，可望在 ２０３５ 年前后在经济总量上赶超美国，现在这

种前景已经变得遥遥无期，可能永远也赶不上。
的确，中国在疫情期间和后疫情时代面临多重困难。 其中有些是短期的、暂时

的，包括疫情对服务业的冲击所带来的就业机会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下降，以及由此所

引起的普通消费者减少开支和市场不景气现象。 有些则是长期的体制性因素所引起

的，尤其是多年以来一直构成地方财政主要支撑的房地产业，由于总体规模的过度扩

张和商品房价格的严重泡沫，已经难以为继，而失去最大财源和融资渠道的地方各级

政府，背负规模庞大的地方债，也已构成当地经济正常运转和扩张的最大隐忧。 此外

更有地缘政治环境因素，特别是发达国家对中国在中高端产业领域转型升级势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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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手打压，对中国经济增长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十分深远和不可低估的。
尽管如此，中国拥有普通中小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一系列大国优势。 长远来

看，这些优势对今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仍将会起到有力的支

撑作用。
首先是地缘优势。 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在数千年的历史上，早已形成根深

蒂固的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无需像地域狭小、资源贫乏的欧洲国家那样，仰赖对外

扩张、掠夺、殖民或海外贸易。 这是因为中国的内地，尤其是华北、华东和东北地区，
有广袤的平原，气候温润，土壤肥沃，适宜农耕。 而千百年来形成的密集型农耕文化，
使华夏民族能够以其有限的耕地繁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口。 今天的中国依然强调

保护耕地，以密集型农耕方式，确保 １４ 亿人的粮食自给和生计安全。 因此，即使今后

发生极端的地缘政治态势，也就是失去所有对外物质交流的渠道，中国依然可以凭靠

本国的丰富资源和齐全的产业部门，维持整个民族的生存。 对于那些已经被深度卷

入全球化过程、高度仰赖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中小型国家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几
乎是不可能的。

其次是规模优势。 首先是地理规模，也就是辽阔的国土及其所带来的经济多样

性。 如果说在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靠“国际大循环”，也就是对外

贸易和外来投资的拉动的话，那么，在国际地缘环境和贸易形势骤然变化的情况下，
把发展战略的重心转向国内，利用东、中、西部三个不同经济带之间的发展落差，实现

国内大循环，将会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 其次是市场规模。 中

国国内市场的优势，不仅在其规模之大，足以媲美整个欧洲经济共同体或者北美自由

贸易区，更在于它的整合程度之高。 所有参与市场的生产者、营销者和消费者使用同

一种语言、同一种货币，地区之间没有任何贸易壁垒，整合程度远远超过欧盟或北美

自贸区，从而大大降低了生产和经营成本，吸引了几乎所有的跨国公司来华寻找投资

的机会。 与此同时，在国家产业政策的保护下，庞大的国内市场也在短短一二十年间

孕育出众多在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上足以与同行业跨国巨头相抗衡的大型企业，这
在互联网时代的新经济领域尤为突出。 这些企业不仅在国内独占鳌头，而且在国际

上也具有强大的竞争力。 庞大的国内市场是这些企业赖以进行积累资本、形成技术

优势并成功走向世界的最重要基础。
三是人力优势。 中国不仅有庞大的人口规模所带来的众多劳动力，更重要的是

劳动力素质高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一般水平。 重视教育所带来的劳动者整体素质

的提高，农耕文化所孕育的勤勉节俭的生活态度，以及集体取向的价值体系所塑造的

非个人中心的行为规范，这三种特性的结合，使中国的劳动力大军在总体上更能满足

现代企业的竞争需求，也是支撑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优势的坚实基础。
四是体制优势。 起步晚的经济体要成功赶超先进工业化国家，通常须有政府的

介入，包括引导投资方向的产业政策、市场保护、各种间接或直接的补贴，由此形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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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于战后东亚的所谓“发展型国家”。 一旦走过了工业化起步阶段，在科技上实现了

赶超先进国家的任务，国家便退出经济领域，让位于私有化和民营化。 近几十年来中

国的实践，进一步突破了“发展型国家”的理念。 相较于东亚其他经济体，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经济体制的最大特色，不在于经过 ９０ 年代中后期的企业改制和长期的招商

引资，民营和外资企业早已取代原有的国营和集体企业，贡献了中国经济总产值的大

部分份额，而在于它承袭了 １９４９ 年以后形成的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的经济基础，
由中央或地方各级政府直接拥有国民经济关键行业的关键企业。 这些企业的管理体

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带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特色和由此所产生的弊端，但总体上

已经融入整个市场经济体制，并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转起到有效的调节作用。 其

最大优势在于让关键行业的关键企业超出对企业本身利益和短期效益的考虑，在投

资目标和发展方向上，立足于全社会的长远利益，以牺牲个别企业乃至个别部门利益

的方式，换取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这是在欧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任何一

个国家是无法做到的。 至于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更是这一体制优势的集中发

挥。 也就是对于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或者事关国家竞争力的尖端科技和研发，
在单个企业无法独自承担、短期内无利可图的情况下，由国家集中财力，重点投入协

调各部门人力和物力资源，制定长远规划，有步骤地攻坚克难，最终达到既定目标。①

上述各项优势，将对中国经济在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入“走向成熟”的全新阶段

之后维持长期增长的势头，起到不可低估的支撑作用。 乐观估计，凭借自身的规模优

势、一流的基础设施、城市化的持续推进、政府宏观调节政策的作用等因素，在 ２０３０
年之前，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应该能够维持在 ５％左右；中国的人均 ＧＤＰ 也将从

２０２１ 年的 １２，５００ 多美元，增加到 ２０３０ 年的 ２０，０００ 美元，从而进入发达国家的门槛；
如果经济增长受到难以预料的重大事件的干扰，最晚可能要拖到 ２０３５ 年才能达到这

一目标。
从 ２０３５ 到 ２０５０ 年，日趋成熟的中国经济将进一步放缓增长势头，但依然能够维

持 ３％到 ５％的增长率。 虽然城市化的驱动作用将大大降低，但其他因素将共同驱动

中国经济继续成长。 如果说在 ２０３５ 年之前，中国在高、尖、新技术的研发上仍将面临

核心国家的联手围剿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瓶颈的话，那么，２０３５ 年之后，这种瓶颈的限

制效应将越来越小，中国在高端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将进入喷发阶段，在诸多行业形成

全球范围的竞争优势，带动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快速上升。 随着出生率的下降，
中国的人口规模将有所缩小，人均 ＧＤＰ 的增速将超过 ＧＤＰ 总量的增速。 到 ２０５０
年，中国的人均 ＧＤＰ 有可能达到 ５０，０００ 到 ６０，０００ 美元，从而进入高度发达国家行

列。 中国的“现代化”将走完全程，从此进入“后现代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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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反思：全球视野下的“现代化”

　 　 流行于冷战时期西方社会科学界的“现代化理论”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力图

使人们相信，当今世界的所有国家不分大小，也无论先进与落后，都会经历一个从传

统的、前近代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或南方，都有走向

现代化的潜力和前景。 在这些理论家看来，经济落后的国家，只要通过不断的、渐进

的改良，健全基础设施，吸引足够的资本和技术投入生产过程，并且通过提高教育水

平，培养一支合格的劳动力大军，就能按部就班地分阶段完成工业化，并完成整个社

会的现代化的道路。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Ｗ． Ｗ． Ｒｏｓｔｏｗ）就此提出有名的经济成

长阶段论。① 他在欧美国家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把现代经济增长分为五个阶段，认为

这五个阶段的增长模式，适用于所有致力于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
实际情况是，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整个非西方世界，真正完成现代化转型的

国家和地区寥寥无几，且集中在东亚地区，包括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完成现代化过程的日

本，以及 ８０ 年代的“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 ２１ 世纪

头二十年，东欧边缘地带的六个小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捷克、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在加入欧盟之后，其国内市场和整个经济体系被迅速带动起来，加入欧

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人均收入大幅提高，也进入发达国家的门槛。
上述这些国家和地区，加上较早实现现代化的欧洲国家，包括荷兰、英国、法国、

德国、意大利等等北欧、西欧和南欧地区，以及欧洲人在海外的移民所形成的国家，包
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总共仅占全世界人口的约 １７％。

剩下的国家，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中东地区的几个石油输出国，人均收入很

高，医疗水平和人均寿命也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在社会整合、政治参与以及文

化世俗化程度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

国家。
第二类是低收入（ｌｏｗ ｉｎｃｏｍｅ）国家，以 ２０２１ 年的数据做参照，人均 ＧＤＰ 在 ８００

美元以下，一共 １４ 个，集中在亚洲和非洲，属于典型的不发达（ｕｎｄ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国家。
第三类是介入不发达国家与发达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国 家 之 间 的 所 谓 发 展 中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国家。 这些国家分两种情况，要么在 １９９０ 年至 ２０２１ 年的整整 ３０ 年间，
人均 ＧＤＰ 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增长，基本上停留在原有水平（如阿尔及利亚、阿根

廷、巴西、伊拉克、伊朗、南非、俄罗斯和乌克兰）；要么在这一时期的头二十年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经济有所增长，但幅度很慢；后十年（２０１１—２０２１）则停滞不前。 这些

国家有一个共同特征，即经过几十年的工业化，经济已经上了一个台阶，脱离了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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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国家的不发达状态；但一旦登上这个台阶，整个经济便长期停留在既有的水平上，
徘徊不前，甚至有所下降，很难再上一个台阶，进入发达社会。 它们的经济处境，常被

学界描述为“中等收入陷阱”（ｍｉｄｄｌｅ⁃ｉｎｃｏｍｅ ｔｒａｐ）。
中国是所有中等规模以上（人口在 ３０００ 万以上）发展中国家中唯一长期保持经

济增长的国家，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９０５ 美元，跃升到 ２０２１ 年的 １２，５５６ 美元，平均年增

８. ８％，上升速度最稳、最快，从起初在中等人口规模以上的中等收入国家当中垫底的

地位，跃居到这些国家的第一名。 只要中国在今后 ５—１０ 年内能够维持 ５％左右的增

长速度，那么在 ２０３０ 年前后，达到人均 ２０，０００ 美元以上，加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便有

很大的确定性。
那么，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够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加入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行列？ 而

更多的国家却依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奋争，甚至根本还没有“化”起来？ 如果中国的

人均 ＧＤＰ 能够在 ２０３０ 年（或最迟 ２０３５ 年）达到 ２０，０００ 美元，从而加入现代化国家

的行列，对理解全球范围的现代化运动，到底有何启示？
面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绝大多数新兴国家工业化步履维艰、长期陷于低收入

和中等收入陷阱的事实，西方现代化理论家的回应，多是倾向于在非西方社会内部找

根源。 认为是这些国家的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要求格格不入，其社会氛围也不利于

企业家精神的培养和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 例如，在信奉文化决定论的美国文化学

者哈里森（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看来，拉丁美洲国家之所以没有发展起来，是因为这些

国家相信天主教，继承了西班牙文化传统，缺乏新教伦理所带来的理性主义。 他认

为，拉美国家的文化特征，总的来说具有“反民主、反社会、反进步、反企业精神，以及

至少在精英阶层中间反工作”的浓郁色彩。① 拉丁美洲的经济落后和停滞，主要原因

不在外部因素特别是美国的影响，而是这些国家本身的社会文化传统出了问题。
与西方学者把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失败或成功归因于这些社会的内部传统相

反，非西方国家的学者多倾向于把本国的不发达或者现代化的失败归咎于不利的外

部环境。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曾经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风行一时的“依附论”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ｔｈｅｏｒｙ）。 该理论的倡导者多来自拉丁美洲和部分非洲国家。 在他们看

来，亚非拉国家之所以贫穷落后，是因为它们在历史上长期遭受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

主义的压榨和剥削，变成西方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市场。 二次大战之后，这些国

家纷纷独立，但经济上依然受制于欧美国家的跨国公司，对西方的资本、技术和市场

形成依附。 因此，依附论学者认为，非西方国家走向经济繁荣的唯一道路，是切断与

西方国家的联系，走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发展道路。 但是在实践上，这一方案很难行

得通。 道理很简单，普通中小国家不可能关起门来搞建设。 搞小而全，成本太高，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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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Ｕｎｄ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 ａ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Ｍｉ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ａｓｅ， Ｌａｎｈａｍ： Ｍａｄｉｓｏｎ Ｂｏｏｋ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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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太大。 除非得到大国的倾力支持，否则即使搞起来，一时有起色，也难以为继。
这种激进主义方案的改良版，是拉美国家在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所践行的“进口

替代”工业化战略，也就是通过壮大本国的制造业，减少并最终取代对进口商品的依

赖。 而在这种战略背后起支撑作用的，则是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 （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的“世界体系理论”（ｗｏｒｌｄ⁃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ｏｒｙ）。 按照这一理论，居于世界体系

主导地位的“核心国家”与贫穷落后的“边陲国家”之间的分工和差异并不是绝对的

和固定不变的。 在这两者之间，存在一个过渡性的“半边陲”地带。 通过发展制造

业，可以让边陲国家进入半边陲地带，甚至可以随着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市场融入

而加入核心国家的行列。① 依附论与世界体系理论相辅相成，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第

三世界知识分子对本国历史的认知和发展道路的选择。
经过二三十年的实践，进口替代战略的确改变了拉美国家的经济面貌，很大程度

上推进了这些国家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但是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后期和 ９０ 年代初，这一战略所带来的问题也日渐暴露。 由于这些国家在工业化起步

阶段，缺乏足够的资本积累和人才储备，只有靠举借外债和技术引进以及政府的大力

提倡乃至直接投入，才能促成工业化的起步。 结果进口替代的项目搞成了，但是在保

护主义政策的扶持下，由于缺少外来竞争，本国制造业在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方面，
远不如进口商品，经济效益难有起色。 市场保护和行业垄断也带来政府部门的寻租

和腐败现象。 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国家因为发展民族企业和基础设施而大肆举债，欠
下发达国家及其所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的巨额债务。 由于长期累积和拖欠而无力偿

还，到 ８０ 年代，已经形成席卷整个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 作为减轻债务和缓和还贷

的条件，在西方债权国的压力下，拉美国家纷纷放弃原有的进口替代战略，向西方资

本敞开国门，导致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重新占领主导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和国内市场。
总之，“现代化”这个学术概念以及与之相伴的各种现代化理论，虽然在 ５０ 至 ７０

年代欧美知识界流行一时，但是在非西方（尤其是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学术和政治精

英中受到强烈质疑。 加上整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界经过战后几十年的自身演进，到
８０ 年代中后期，已经逐渐转向，各种后现代主义去宏大叙事、去中心、去客观研究成

为越来越热的方法，人们对过去这种宏观比较和定量的现代化，再也提不起兴趣；现
代化这一术语基本上已经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逐渐淡出。

从上个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全球化”（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概念流行于西方和非西方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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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４；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Ｓｙｓｔｅｍ ＩＩ： Ｍｅｒｃａｎｔｉ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ｙ， １６００－１７５０，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ＩＩ：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ｒａ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ｙ １７３０－１８４０ ｓ，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Ｓｙｓｔｅｍ ＶＩ： Ｃｅｎｔｒｉｓｔ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Ｔｒｉｕｍｐｈａｎｔ， １７８９ － １９１４，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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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经济界和知识界，并且对国际关系和各国的政治经济产生深刻影响。 这一思潮

的兴起，跟当时西方国家精英集团所信奉的新自由主义理念紧密相关。 新自由主义

所针对的不仅是发达国家自身的政府干预措施和社会福利政策，还把矛头指向非西

方国家的经济增长战略，亦即前面所讲的进口替代以及与此相关的关税保护、价格控

制、投资限制、部门垄断等一系列政策，其背后则往往是具有威权色彩的政府体制。
新自由主义对保护主义和威权主义的冲击，加速了 ９０ 年代以来全球化浪潮在世界各

国的流行。
现代化与全球化作为两个不同的学术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在意识形态层

面，两者之间是相同的，两者都是基于自由主义理念，也就是把经济上的市场资本主

义以及政治上的个人权利和自由竞争当作终极目标。 从这个意义上，全球化只是现

代化的翻新和再包装。 但全球化概念又与现代化有显著不同。 它超越了民族国家视

野，把每个国家都当成世界范围的物质和信息流通网络和流通过程的一部分，认为每

个国家都可以通过加入全球经济的产业链分工和世界一体化贸易体系，获得增长和

发展的机会；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每个国家可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特征，发挥自己

的比较优势，并且通过投资和创新，使自身的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使自身定位从全球

产业链的低端不断向中高端迈进。 国内流行一时的新结构经济学，便是这种全球化

思潮在中国经济学界最典型的体现。
但是在实践中，新结构经济学所预设的比较优势和产业升级很难实现。 一个基

本的现实是，自从 ８０ 年代债务危机发生之后，各国在西方金融机构的压力下，次第放

弃保护主义，导致西方跨国公司纷纷进入原先受到保护的产业部门，并迅速占领市

场，使这些国家的制造业被锁定在跨国公司所控制的产业链的低端；所产生的大部分

利润也被跨国公司转移到西方，使当地社会的民生无法得到显著改善，所谓产业升级

更无从谈起。 这便是最近二十几年来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现实和陷入中等收

入陷阱的最根本原因。

八、总结：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

　 　 相较之下，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平稳增长的态势，中国之所以有条件、
有能力走完现代化的全过程，最终加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是因为中国所走的现代化

道路迥异于非西方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走过的道路。
首先，国家形成的道路不同。
亚非拉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在欧洲殖民帝国解体之后匆匆形成的所谓“新

兴国家”，规模较小，人口通常在几百万到几千万，边界的划分具有随意性，很大程度

上是殖民时代为方便宗主国的控制而人为造成的，缺少文化或族群认同的牢固基础；
在战后风起云涌的建国运动中所形成的国家政权，往往是各武力集团或各政治派系

２６１



宏观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现代化———阶段递进与路径选择

相互妥协的产物，在强人独裁或虚有其表的民选政府的架构下，长期陷于政变、内战

或族群冲突所带来的动荡之中。 在这样的状态下，经济建设几乎无从谈起。
相比之下，中国经过 ２０ 世纪上半期的国家转型所形成的是一个高度稳定和统一

集中的现代主权国家。 它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即前面所说的“既大且强”。 “大”是指

其领土面积、国土资源和人口规模。 这既得益于秦汉以来华夏民族所展现出的强大

生命力、涵化力和向心力，更直接受惠于清朝国家在其前期的疆域开拓和整合，中后

期的勉力维持，以及终结之际通过清帝逊位诏书，由新生的中华民国以“五族共和”
的形式，完整地继承其全部疆域。 同样至关重要的是，在国难最为严重的日本全面侵

华战争时期，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展现了强大的团结力和组织上的巨大韧性。
“强”是指其内部组织结构。 它是对晚清以来权力从中央向地方转移、再到民国初年

政治上走向四分五裂的一种回应。 应对的方式，是打造一个高度统一集中的政权组

织，并且使这种组织从区域逐步推向全国。 在相互角逐的各支政治势力中间，只有组

织和权力最为统一集中的一方，才能有效地动员和使用人力物力资源，从激烈的对抗

和竞争中胜出。 在 ２０ 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现代国家的建造过程因此呈波浪式地向前

推进，并且环环相扣，最终产生的必然是一个比此前的任何政权都更为统一集中的国

家组织。
辽阔的疆域所带来的丰富多样的经济资源，庞大的人口所提供的劳动力大军，强

大的国家机器所带来的和平环境和社会稳定，高效运行的行政体制所发挥的有效动

员和协调能力，所有这些，都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现代化，提供了优越的前提条件，使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从一开始便区别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其次，工业化的战略和成效不同。
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国土狭小，市场有限，资源多样性程度低，无法形成门类

较为齐全的产业体系和能够自我维持的经济体系。 在殖民地时代，它们的产业结构

完全受到宗主国资本集团的控制，具有高度的对外依赖性。 独立之后，它们受激进主

义经济思潮的影响，要么想切断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纽带，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

路，要么借助西方的资本和技术，实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但结果都证明不具有

可持续性。 践行多年之后，要么腐败丛生，要么负债累累，最终不得不对国际资本妥

协，在全球主义思潮的冲击下，重新敞开国门，屈从于跨国公司的垄断和国际资本的

支配，国民收入长期停滞不前，陷入不发达困境或中等收入陷阱。
相比之下，中国的工业化战略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在不同的地缘政治环

境下，选取最适合自身条件和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最初三十年的起步阶段，以及改革开放时期头二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成功实现

了国民经济的工业化。 工业化的实现，得益于背后的两种相互迥异但又相辅相成的

经济体制。 前 ３０ 年的计划经济，使中国得以有效地动员和利用全国的人力物力资

源，全力从事国家所主导的工业化建设（“国家工业化”）。 其目的是在两个超级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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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条件下，确保中国的自主生存和发展能力。 通过一整代人

的奋斗，中国成功地建立了一个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并且形成了足以确保自身

安全的国防能力。 从 ７０ 年代末开始，中国进入改革开放阶段，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

发生根本变化，即利用相对宽松、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前 ３０ 年所奠定的工业化基础，致
力于改变宏观经济调控机制，改造微观经济组织，目标是完成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的转型，并且通过吸引外资和扩大外贸，从而带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到 ９０ 年代末和 ２１ 世纪初，这两个目标均已实现。 随着国有企业改制的完成，中

国初步形成了一个现代市场经济的制度架构；随着 ２００１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中国加快了融入世界经济的速度。 中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 ＧＤＰ 也在此过

程中突飞猛进，维持长达二十几年的加速增长状态。 到 １９９９ 年，第二、三产业在国内

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经从改革之初（１９７９）的 ６９％上升到 ８２％。 如果我们把第二、
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 ８０％以上，视作工业化的一个基本尺度的话，那么，
中国经济的工业化目标，到 ９０ 年代的最后两三年，已经基本实现。

第三，步入现代化经济体的路径不同。
迄今为止，除北欧、西欧、南欧和北美及大洋洲国家集团之外，只有少数几个国家

或地区成功加入现代化经济体的行列。 无论是东亚四小龙，还是东欧六小国，都是依

靠全面融入以美国和欧盟为主体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加入这一体系内部分工

和产业链之后，才得以完成其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走向成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曾长期受益于加入国际大循环；尤其是在 ２００１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之后，对外贸易和外来投资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 不同于普通发展中国

家的是，最近一二十年来中国制造业的扩张，显示了强劲的从低端向中高端升级势

头。 如果这种势头持续下去，将会对欧美资本所把持的国际供应链的高端产业构成

巨大冲击。 更令西方国家集团担忧的是，中国不仅是一个规模庞大、上升势头强劲的

经济体，而且是一个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大国，而不像东亚四小龙或东

欧六小国那样，可当作地缘政治上的小伙伴而轻易地加以消化、吸收和利用。 因此，
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影响力的迅速提升，必然引起以美为首的西方国家

集团的集体防范和阻拦。 除了地缘政治上的拉帮结伙之外，它们还在高科技产品对

华出口方面联手限制、断供，试图将中国的制造业限制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 中国

是否会因此掉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成为许多人关心的问题。
但中国具备普通发展中国家所欠缺的一系列大国竞争优势。 这其中既有数千年

来华夏文明的历史演进所带来的内在优势，包括辽阔的疆域及其所蕴含的丰富自然

资源，民众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及其所带来的高质量人力资本，儒家文化影响下所形成

的入世精神及其所蕴育的勤劳、节俭的价值观，以及规模庞大且高度整合的国内市

场，等等；又有 ２０ 世纪前半期的历次革命运动所造就的高度统一集中的政权体系，及
其所展现的巨大动员和调控能力。 这些优势汇聚在一起，构成中国所独有的“元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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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ｍｅｔａｐｏｗｅｒ），即一种源自文明底层且契合现代发展要求的力量，将对中国经济的

稳定增长起到强有力的支撑。
不过，现代化过程充满变数。 从当下到 ２０３５ 年前后，这十来年将是中国现代化

最后半个世纪里面最为关键的一个时段。 大国之间的地缘竞争将进一步加剧，来自

外部的风险日益增高；与此同时，在现代化后期，民众对改善生活水平的期待急剧上

升，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落差也越来越敏感。 所有这些，都带来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

的不确定性。 如果这十来年能够平稳度过，经济上维持 ５％左右的年均增长率，那
么，一如前述，最迟至 ２０３５ 年，中国的人均 ＧＤＰ 按当下不变价计算，将达到 ２０，０００
美元左右。 中国将告别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稳步迈入发达国家的门槛。 同时，在科

技研发上，中国的科技产业将能够摆脱目前的瓶颈，占据全球产业链的上游，与西方

科技大国并驾齐驱。 与经济社会结构走向成熟相适应，整个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也将

水到渠成。
总之，中国的现代化是对现存世界经济秩序的介入与超越的双重过程。 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离不开对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依存和借力。
在高度融入这一体系的过程中，充分利用自身的劳动力资源和市场优势，在全球产业

链的分工中，从劳动力密集的低端产业做起，不懈地向中高端产业推进，曾经是近几

十年来中国经济稳健成长、乃至在发展中国家一枝独秀的制胜法宝。 但中国的大国

地位和强健增长势头，注定中国在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必定遭到来自霸权国家的打

压乃至核心国家的集体抵制；一旦进入世界产业链的高端尤其是尖端领域，原有的法

宝便逐渐失灵。 因此，如何在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站稳自己的位置，凭借自身实力，
形成不依赖于现存核心国家的竞争能力，将是未来几十年中国的现代化能否取得突

破和成功的关键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化，将必然意味着对服务于核心国家利益的现存世

界经济体系的超越。 其意义也将是双重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对整个世界经济和人类

福祉具有重大影响的大国实现现代化，不仅意味着曾经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度

最终完成了古老文明的现代改造，让一个自 １９ 世纪以来曾经屡遭磨难的民族（不仅

在物质文明上而且在政治文明上）重新屹立在世界最先进和最强盛的民族之林，而
且是对近几百年来基于西方国家历史经验的现代化模式的突破，意味着西方中心论

的终结。 在中国这样一个规模如此巨大的国度实现现代化，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先

例的。 它将从根本上颠覆近几百年来由西方核心国家所制造的充满不平等的世界格

局，给整个人类文明带来更加公平、安宁和美好的未来。

（责任编辑：周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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